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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对话的前期探索

                   ——宁夏考察的回顾与思考

                                        陈越光

法国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FPH）近年来因主办大规模的中欧论坛而颇受

关注，因为，“这是中欧社会之间第一次举行如此重大和开诚公布的全社会对

话，它涉及所有社会职业的各个行业和彼此社会共同关心的所有问题。”（卡蓝

默，FPH 主席）。而 FPH 之所以有如此大规模的中欧全社会对话之举，是以它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展的一系列中欧交流项目为基础的。

我从 1996 年开始和 FPH 合作，合作项目为“农民农业与现代化、世界化”

（APM）。当时我担任中国农民杂志社的总编辑并兼任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

1997 年初，我们就以中国文化书院、中国农民杂志社、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中国农民企业家联谊会五家机构出面建立“中

欧农村与现代化项目组”，我担任项目负责人，还请了杜润生、吴象、刘堪三位

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为顾问。几年中，该项目组织了“上百人次的 APM 中国项目

成员考察了十几个国家的农民农业，参加了几十次国际会议，几十人次的 APM
国际项目成员考察了中国的北京、江西、山西、江苏、宁夏等地的几十个县，与近

千名中国农民、学者、知识分子、公务员、企业家和工人进行了直接的研讨和交

流。”（陈越光《APM 项目在中国》2002 年）其中，1999 年 6、7 月间我和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副部长谢扬组织的宁夏考察之行，可以说就是一次社

会对话的前期探索。十年后来回顾此行，因手头没有当时的记录资料，许多行程

细节已不记得，当时也没有冠之为“社会对话”，但组织此行的种种设计和思

考却具有社会对话的诸多要素。

               社会对话的出发点

提倡社会对话，一个重要出发点是面对“他者”，处理好和“他者”的关

系。“只有承认相异性、以他人为镜子才能找到自我，只有成为自我才能交谈、协

商、解决矛盾。‘地狱即他人’，萨特曾借用《禁闭》中的人物之口这样说道；然

而我在想，地狱在于拒绝别人是别样的！”（米歇尔·苏盖等《他者的智慧》）关

于“他者”的思考至少有三个层面，首先是尊重：尊重别人的“别样”，确认

这样的“别样”存在即合理。第二个层面是理解：从现象的背后真正懂得别人的

“别样”。第三个层面是共同性，今天，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生活在不同社会

结构的人往往要面对共同的问题，如何在“他者”中发现共同性，以形成共同

行动，这是当前社会对话的重点。

十年前组织 APM 宁夏考察时，此行的设计基本上是以如何促使我们对不同

社会和文化“别样”的尊重为基础的。我们认为，这种尊重，在中方主要体现在

尊重别人对我们的不同看法，尤其是当外方对我们引以为荣的的东西、对我们的

成绩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时，前提就是能不遮不掩地让人看，让人问。为此，我

们在选择考察地时把允许“充分地看”作为条件，要让考察组的外国人除了会

议室，还能够进入农民家庭、能够在各种场合直接提出问题和讨论问题。这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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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是容易做到的。同时，我们通过外方组织者皮埃尔·吴瀚（FPH 中国项目负

责人，APM 国际网络召集人），也向参加考察组的外方成员明确，必须在尊重

考察地文化和社会政策的前提下来提出问题和讨论问题，即使不能讨论，看到

不同的东西、不同的做法本身也是一种对话。

                       社会对话的地点要素

历史文化遗产应该保护在发生地并向人民开放，而不是像老殖民主义者那

样要把全世界的文物都收集到自己的大都市博物馆里，这是现代文明的原则。同

样，社会对话的地点选择要力求在对话需求的发生地并尽可能吸纳更多的人参

与，而不是像传统的大国主导政治那样把所为“领袖人物”搞异地封闭会谈。我

们明确提出过这样的原则：“不走路就没有观察，不观察就没有发言权。” 地

点，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由于此前我们组织的 APM 国际网络在江西、山西等地考察都只在一个县的

范围内，这次我们决心要在一个较大的行政区域内，并在多个领域进行实地考

察和对话。可以去哪儿呢？如果是商务考察，如果是有投资意向的考察，各地当

然求之不得；而我们组织的考察是一种国际视野的观察与思考，是社会对话，

在一般地方当政者看来往往没有什么实际价值，还可能有些风险。此前的考察，

基本上由谢扬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申报后获得外事批文，而全国有 700 多个

县的县委书记或县长是《中国农民》杂志的调研员，我选几个县落实并不难。但要

在一个地区或一个省区范围组织考察就不容易了。我的助理余梅女士在西藏工作

时和西藏自治区副主席毛如柏先生有过接触，而毛先生此时已担任宁夏回族自

治区党委书记，我们希望能获得毛如柏书记的支持，把实地考察安排在宁夏。

1999 年 4 月 11日我和余梅飞到银川。毛书记在医院住院，我们当晚就在病

房拜访了毛书记。出乎意料的是，毛书记听我介绍后非常有兴趣，认为是对宁夏

的支持，对宁夏的干部、群众打开眼界、活跃思维大有好处，还感谢我把考察地

选在宁夏。甚至说了“敞开看，放开谈”的话，保证安排好接待工作。他让我们

在银川呆几天再具体讨论。但仅仅隔了一天，13日一早，宁夏农业厅、林业厅 、

1236 工程指挥部、自治区党委接待处的负责人就一起和我们开会研究考察日程

及安排。原来，毛书记第二天就在医院召集他们开会布置了，所以他们是带着方

案来和我们讨论的。

1999 年 6 月 27日考察组一行 18 人到达银川，外方为皮埃尔·吴瀚（Pierre 

Vuarin）等 13 人，中方谢扬、余梅、新华社记者葛素表、《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何

玲、我五人。随后四五天时间里，考察组几乎在宁夏各地区转了一遍，考察了养

殖场，农民经济组织，学校，农村合作社，市场，企业，到农户家庭入户座谈

在水利工地还即兴参加劳动随机访谈，参观大型提黄灌溉工程、小流域治理工程

和沙漠治理工程。FPH 中国项目协调人金丝燕女士在两年后的回顾小结中有这样

的记录：“来自 12 个国家的代表组成考察团，来到中国西部宁夏。宁夏回族自

治区有 85%的穆斯林居民，属于敏感地带。这次考察过程中，‘食品主权’第一

次被介绍到中国。与实地考察相关的主题讨论如下：1）密集生产；2）农民组织

3）合作社；4）农产品国家管理以及农产品市场组织；5）农村发展与国家支持；

6）构建农业保护体系；7）六盘山造林工程；8）农村环境保护和生态问题；

9）农村工业化的构建、结果及其问题。”（金丝燕《小结与回顾：国内外的中国

APM〔1999-2000，2000-2001〕》，2001 年 10 月）事后在北京的国际会议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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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觉得如果仅仅在北京就不可能涉及那么丰富的问题，不可能有那么广泛而

生动的交流、对话。

                       社会对话的参与者要素

让·莫内曾说：“为什么要联合欧洲？不是要联合国家而是要联合人民。”

国家联合，永远是一种利益博弈的选择，只有基于人民的自觉，人的联合才是

真正的联合。所以，社会对话的参与者有两个要点，一是相关者到场，二是个人

的自主思考和表达，必须强调个人间对话的重要性。社会对话不是两个社会之间

的对话，而是个人之间的对话。

对于“相关者到场”，我们认为有狭义和广义的“相关者”，狭义理解就

是利益关联方，比如劳资双方，比如水资源的共同享有方，比如食品供应链中

的原材料供应、生产加工、销售和消费者诸方，等等。而广义看，在经济全球化的

今天，已很难在生产、贸易、环境、安全等公共事务的方方面面划分出那些不是关

联方了。在设计宁夏考察时，我们有一个“纵向接触，随机参与”的想法，即让

考察组的外方人员从地方当局的最高决策层、部门、地县镇负责人、企事业管理者、

一直到普通农民都有一个直接接触和对话；同时，考虑到中方的实际情况，事

先不提供问题，不要准备，考察中随机提问随即交流反而是最真实的观点。对于

“个人的自主思考”，我们强调两个原则，一是参与者的服务机构、职务、专业

等等都只是你的背景，在考察和对话中所有的人只代表自己说话，只说自己的

话（看法）；二是“要探头到邻居的院子里看看”，尽量去别人的领域里了解、

接受和提出看法，而不是把看到一切都装到自己熟悉的筐子里想当然。

应该说，我们的设计是基本实现的。13 位外方人员来自 12 个国家，有政府

官员，学者，专业人士，农民，更有许多是长期从事国际 NGO 工作的社会活动

家，像皮埃尔·吴瀚（Pierre Vuarin）有丰富的国际 NGO 工作经验，他协调的国

际网络遍布全球几十个国家；像来自巴西的甘地多（Candido）是巴西农业社会

政策研究所所长，两年后他成为产生巨大国际影响的世界社会论坛（Forum 
social mondial）发起人之一；像维克多（Victor）他当时在 NGO 工作，后来成

为墨西哥议员；来自非洲的让若（Janeau）是非洲 APM网络负责人，后来担任

非洲农民大学校长；等等，他们对于社会对话都非常有经验。所以，在考察中既

可以在集中的会议上开展对话讨论，也可以在随机问答中作对话交流。从中方来

说，心态上更多是接待考察，希望把更多的好东西拿出来，希望得到肯定，但

在我们设计中“纵向接触”落实的很好，自治区书记、自治区主席，农业、林业、

水利方面的厅长，大工程指挥，地县领导，一直到普通农民都参与了，毛书记

本人除了两次听我们汇报外，还和考察组全体成员座谈了两个小时。由于领导层

的开放态度，所到之处确实为我们的“随机参与、随即对话”提供了方便。虽然

因为领导重视，考察组的车队前有警车引导，后有医务车殿后，我们还是几次

临时选择地点或临时停车，随即到农家推门而入直接访谈、交流。当地接待的同

志都不加阻拦，也无抱怨。记得一次因有人要找地方方便，车队在田边临时停车

正好停车处不远有一间破旧的泥房，许多人就敲门进去，里面住着一对残疾人

夫妇，他们的三个孩子都在外面上学。他们生活清苦，家什陈旧简陋却收拾得干

干净净。考察组的人轮番进屋和他们交谈了快一个小时。那位残疾妇女绣花来补

贴家用，临走，大家把她的所有花手绢都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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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对话的问题要素

今天，社会对话的真正目的不是满足人们的好奇性，不是简单地强调和尊

重差异性、维护多样性，而是二十一世纪的全人类不可能再有“井水不犯河水”

的生活，面对共同的挑战，不共同应战就没有出路。所以，一切社会对话都需要

以问题为导向。

1999 年 FPH 的宁夏考察，是作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食品安全与农业保护

国际研讨会”预备活动，我们对话的主题就是新世纪的粮食安全问题。中国是产

粮大国，更是人口大国，关注二十一世纪的全球粮食安全不能不首先关注中国。

而且，自从 1994 年底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李斯特·布朗（Loster K.Browm）

从日本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同步成为 77%的谷物需要进口的事实出发，分析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将导致“中国的粮食短缺成为世界的粮食短缺”，并

提出到 2030 年中国需要进口的粮食将大大超过世界粮食市场的总供应量的结论，

此后，一个“谁来养活中国”的疑问一直在世纪末盘旋。因此，宁夏的全方位考

察某种意义上就是针对这一问题的实地观察和对话。在中国西部一个比较落后的

省区，从环境治理到粮食市场，从移民安置到农民家庭养殖场，从水资源整合

到土地资源综合利用，从农户家的衣、食、住、行到农村金融，从国有大工程到民

营制药企业，从各级政府到农民组织，都看，都谈，通过这样的对话来回答

“谁来养活中国”。应该说，这样得出的结论比研究论文更有说服力。

1999 年 7 月 6日考察组回到北京，7 月 7日-10日“面向二十一世纪的食品

安全与农业保护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考察组的全体成员和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农业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专家学者五十多人参

加会议，现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杜鹰等都参与了会议的交流、发言和讨论。我们都认为这次研讨会的质量是此前

的宁夏考察奠定了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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